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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D-19 疫情期间

人群压力应对行为与焦虑、抑郁的关系
杜美翠，李园园，黄亚兰，孙　俊，金海英，刘群英，段华霞，周晓斌 

　　[摘要 ]　目的　探讨压力应对行为倾向与焦虑、抑郁的关系，为今后开展健康教育和心理干预提供证据及建议。
方法　以年龄＞ 15 岁男性为研究对象，采用分阶段整群抽样的方法，获得有效问卷 4027 份。压力应对行为采用自我报告
的题目测量。焦虑自评量表和患者问卷抑郁量表用于测量心理健康状况。用多元 Logistic 回归模型检验变量间关系。用边
际预测分析检验焦虑、抑郁对压力应对行为倾向的预测幅度。所有的分析均控制了城市间群组效应。结果　多元 Logistic 回
归模型结果显示，与“不采纳”组相比，较高抑郁程度（偶尔采纳 OR=1.25，95%CI：1.21 ～ 1.28；有时采纳 OR=1.29，
95%CI：1.22 ～ 1.37；经常采纳 OR=1.24，95%CI：1.18 ～ 1.31）和较高焦虑程度（偶尔采纳 OR=1.09，95%CI：1.07 ～ 1.10；
有时采纳 OR=1.15，95%CI：1.11 ～ 1.18；经常采纳 OR=1.17，95%CI：1.14 ～ 1.20）与消极压力应对行为采纳倾向呈正相关。
边际预测分析结果显示，抑郁对“偶尔采纳”者和“有时采纳”者行为采纳概率的边际回报持续增高，而焦虑则对“经常采纳”

者有更明显的边际回报增高的趋势。结论　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中应重视人群的不良心理状态及不适应对行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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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in stress-coping behaviors, anxiety and depression and provide evidence 
anxiety and depression, this study provides population-based evidences for future health education work and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Methods　All subjects enrolled were males who aged over 15 years old. The multi-stage cluster sampling method was adopted and 
4,027 valid questionnaires were recruited. Stress-coping behaviors were measured by a self-reported question. The self-rating anxiety 
scale and the patient heath questionnaire-9 depression scale were used to measure anxiety and depression respectively.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was used to tes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variables. Marginal prediction analysis was conducted to test predicted 
margins of stress-coping behaviors by the depression and anxiety. All analyses were conducted based on controlling the clustering 
effect in cities. Results　The results of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showed that compared with non-adoption group, higher 
depression (occasional adoption OR=1.25, 95%CI: 1.21-1.28; sometime adoption OR=1.29, 95%CI: 1.22-1.37; usual adoption OR=1.24, 
95%CI: 1.18-1.31) and higher anxiety (occasional adoption OR=1.09, 95%CI: 1.07-1.10; sometime adoption OR=1.15, 95%CI: 1.11-
1.18; usual adoption OR=1.17, 95%CI: 1.14-1.20) were positively associated with passive stress-coping behaviors. The marginal predict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participants responding to sometime adoption were associated with stronger marginal returns of depression score, while 
those responding to usual adoption were associated with stronger marginal returns of anxiety scores. Conclusions　Population’s adverse 
psychological state and stress-coping behaviors will require attention to 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     　　　　      
　　[Key words]　COVID-19; public health emergency; anxiety; depression; stress coping behav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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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是一种难以预测的对
公共健康、社会安全以致政治、经济等都会产生
巨大影响的灾难。对 SARS、H1N1 流感等新型传
染病暴发事件的研究提示，突发事件发生时，人
们会通过吸烟，饮酒，服药和吃东西等消极行为
来应对压力 [1]

。系统张力理论亦指出，突发性事
件发生后，系统张力会增加，在较高的张力水平下，

人群心理健康状态和消极应对行为的发生风险将
大大提高 [2-3]

。一项在加拿大两所医院进行的研究
发现，在 SARS 暴发后 13 ～ 25 个月间，医护人

员的心理困扰和创伤后压力明显更高，其中在多
伦多医院中超过 20% 的医护人员都报告有吸烟、

饮酒等行为的增加 [4]
。此次暴发的新型冠状病毒肺

炎（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COVID-19）疫 情 也
毫无例外地对人群产生了严重的心理冲击 [5]

。Sun
等 [6] 在中国社区人群中的调查显示，COVID-19 疫
情期间，居民饮酒和吸烟复发率明显升高，经常
饮酒者和经常吸烟者也增加了摄入量。这类由于
突发性事件导致的应对性物质使用行为可能会持
续对人们后期的心理行为风险造成影响 [7]

。焦虑
和抑郁是创伤应激压力的主要危险因素，与压力
应对行为密切相关。目前关于面对 COVID-19 疫
情的心理健康研究主要集中于医护人员和患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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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危人群的焦虑与抑郁情况调查 [8-10]
，只有较少

研究会考虑到社区人群的压力应对产生的外化行
为的变化 [6，11]

，更少有研究考虑此类行为的采纳
倾向与焦虑和抑郁的关系。压力应对行为采纳倾
向与焦虑、抑郁关系的探索将有利于在类似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中开展健康教育和心理干预提供实
证证据和建议，减少由于突发刺激带来的潜在长
期心理行为问题的伤害。本研究将在这一方面进
行探索。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本研究是一项横断面人群网络调查。

研究对象为年龄＞ 15 岁的男性。男性和女性通常
都有不同的压力应对模式 [12]

。早期的研究指出男
性比女性更有可能表现出替代性的避免或否认
压力源 [13-15]

。因此，当面对突发性事件时，男性
更容易采取类如吸烟、饮酒、吃药或者过食等行
为来应对压力事件的冲击。其次，在我国的社会
规范中，男性的吸烟、饮酒或者肥胖等问题更易
被接纳 [16]

。因此，本研究以男性为研究对象。

1.2　方法 
1.2.1　抽样　采用分阶段整群抽样的方法获得样

本。①根据云南省不同的地理分布和民族文化特
征选取了 17 个市；②根据已有合作关系，每个
市选取 1 个有合作意向的单位；③面向该单位中
所有男性职员发放电子问卷。电子问卷通过问卷
星平台构建，访问有效期为 2020 年 3 月 10 日—

4 月 1 日。所有应答者均知情同意。总计回收问卷
4201 份。进一步研究样本分析进行了数据清洗工
作，具体排除标准为：①因变量应答缺失；②整
体应答缺失超过 5 项的记录。最终符合本研究的
有效应答问卷为 4027 份，有效应答率为 95.86%。

1.2.2　研究工具　本研究采用自我报告式问卷采

集数据。因变量为消极压力应对行为的采纳倾向。

测量问题为：“根据自己近 1 个月的情况请回答
您是否通过吸烟、喝酒、服药和吃东西来解除烦
恼”，应答为“不采纳 =0”“偶尔采纳 =1”“有
时采纳 =2”和“经常采纳 =3”。自变量：①社
会人口学变量，包括年龄、受教育程度、职业和
工作状态等。②心理健康问题，包括焦虑、抑郁。

焦虑自评量表（self-rating anxiety scale, SAS）总
计有 20 个条目，是目前国内外有较高信效度的
焦虑主观症状的测量工具 [17-19]

，1 ～ 4 分累积求
和表示焦虑程度，分数越高，焦虑程度越高。本
研究采用成熟的患者问卷抑郁量表（patient health 
questionnaire-9, PHQ-9）进行抑郁的测量。该问卷
条目少，操作简便，耗时短，具有人群调查的优势。

PHQ-9 被国内外初级医疗保健机构及综合医院广
泛运用，具有较好的信效度 [20-22]

。问卷为四点李
克特评分，应答赋值为 0 ～ 3 分，总分越高表示
抑郁障碍的倾向越明显，总分在 0 ～ 27 分之间。

1.3　统计学处理　利用 Stata 15.0 进行统计分析。

应用描述性统计分析样本构成，用多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检验因变量与自变量的关系，边际预
测分析检验焦虑、抑郁对行为倾向的预测幅度。

所有的分析均在控制了城市间群组效应的基础
上展开。

2　结　　果

2.1　 基 本 情 况　 本 研 究 对 象 的 平 均 年 龄 为

（24.75±5.35）岁，未婚人员所占比例最高，为
78.32%，受教育程度为高中或中专者占 51.40%，

直接参与了此次“COVID-19”的相关工作者占
38.69%（见 表 1）。整 体 自 评 健 康 状 况 得 分 为
（3.94±0.26）分，焦虑得分为（29.24±5.90）分，

抑郁得分为（1.38±2.87）分。

表 1　样本基本情况调查
Table 1　Demographic data of samples

　　　　　基本情况 构成比 (%)
  婚姻状况

　　已婚 21.16
　　未婚 78.32
　　其他   0.52

  职业岗位
　　医生 / 护士   3.13
　　行政职员 10.01
　　管理人员   5.19
　　其他 81.67

  受教育程度
　　初中及以下   6.28
　　高中或中专 51.40
　　大专 24.41
　　本科 17.13
　　研究生及以上   0.77

  是否直接从事“COVID-19”工作
　　是 38.69
　　否 61.31

2.2　多元 Logistic 回归模型分析结果　在抑郁模

型中，相比于“不采纳”组，“偶尔采纳”“有
时采纳”和“经常采纳”组抑郁得分的平均 OR
均＞ 1。受教育程度和婚姻状况在“有时采纳”和
“经常采纳”组均与压力应对行为倾向相关（见
表 2）。其次，在焦虑模型中，焦虑程度越高，消
极压力应对行为的采纳倾向越高。“偶尔采纳”

组是不采纳组的 1.09 倍（95%CI：1.07～ 1.10），“有
时采纳”组为 1.15 倍（95%CI：1.11 ～ 1.18），“经
常采纳”组为 1.17 倍（95%CI：1.15～ 1.20）。与“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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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纳”组相比，受教育程度在所有采纳倾向应答
组的 OR 均＞ 1；未婚者更低概率是“有时采纳”者，

而其他婚姻状况者有更高概率是“经常采纳”者（见
表 3）。

表 2　压力应对行为倾向与抑郁的多元 Logistic 回归模型结果
Table 2　Results of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of depression and stress-coping behaviors

　　注：*. P ＜ 0.05；**. P ＜ 0.01；-. P ＞ 0.05

　　　　　变量
组别 [OR(95% CI )]

不采纳组 偶尔采纳组 有时采纳组 经常采纳组

  年龄 1.00 - 0.77(0.66 ～ 0.91)** -
  受教育程度 1.00 - 　   1.23(1.05 ～ 1.44)*  1.45(1.29 ～ 1.63)**

  是否直接从事“COVID-19”工作 1.00 - - 1.48(1.09 ～ 2.01)*

  婚姻状况
　　已婚 1.00 1.00 1.00 1.00
　　未婚 1.00 - 0.60(0.38 ～ 0.95)* 1.62(1.02 ～ 2.56)*

　　其他 1.00 - -  3.93(1.70 ～ 9.08)**

  抑郁得分 1.00 1.25(1.21 ～ 1.28)** 1.29(1.22 ～ 1.37)**  1.24(1.18 ～ 1.31)**

表 3　压力应对行为倾向与焦虑的多元 Logistic 回归模型结果
Table 3　Results of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of anxiety and stress-coping behaviors

　　　　　变量
组别 [OR(95% CI )]

不采纳组 偶尔采纳组 有时采纳组 经常采纳组
  年龄 1.00 -  0.76(0.66 ～ 0.94)** -
  受教育程度 1.00 1.18(1.07 ～ 1.30)**  1.40(1.19 ～ 1.64)**

 1.61(1.41 ～ 1.83)**

  是否直接从事“COVID-19”工作 1.00 - -  1.45(1.07 ～ 1.95)*

  婚姻状况
　　已婚 1.00 1.00 1.00 1.00
　　未婚 1.00 - 0.56(0.36 ～ 0.88)* -
　　其他 1.00 - -   3.12(1.25 ～ 7.78)**

  焦虑得分 1.00 1.09(1.07 ～ 1.10)**  1.15(1.11 ～ 1.18)**   1.17(1.14 ～ 1.20)**

2.3　边际分析结果　本研究结果显示焦虑和抑郁

都与更高概率的消极压力应对行为有关。当抑郁得
分增加时，报告有不同程度行为采纳的趋势增强。

其中“偶尔采纳”组和“有时采纳”组的增势较为
明显，“经常采纳”组的行为采纳倾向增加程度低
于前 2 组（图 1）。其次，当焦虑得分增加时，“经
常采纳”组持续升高，而“偶尔采纳”组与“有时采纳”

组的增长趋势在较高焦虑水平得分时被抑制（图 2）。

3　讨　　论

　　本研究发现，相比于“不采纳”者，“经常采纳”

图 1　抑郁评分与采纳倾向水平的关系
Figure 1　Association of depression scores with adoption tendency level

者压力应对行为的采纳倾向受到更多社会人口控
制因素的影响，主要包括受教育程度和婚姻状况。

根据资源掌控理论，人们需求的满足依赖于其能
够使用的资源 [23]

。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群往往表
现了更好社会经济地位，由此，具有更多的健康
行为表现和更好的健康状态 [24-25]

。但是，本研究
中男性受教育程度越高，消极压力应对行为采纳
倾向越强烈，可能很大程度上受性别以及行为强
度的影响。例如，Yang 等 [26] 基于中国人群就业稳
定性的研究发现，就业稳定可能会受益于使用合
法物质带来的社会化，尤其对于男性来说，使用

　　注：*. P ＜ 0.05；**. P ＜ 0.01；-. P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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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精和烟草等合法物质的人有时失业风险较低。

此外关于受教育程度本身对行为影响的机制也更
为复杂，它受到其他经济状况，职业结构以及时
代背景等因素的影响 [3]

。关于这一结论仍需更多
的研究讨论。其次，离异或者丧偶男性采取吸烟、

饮酒和吃东西等行为来解决烦恼的倾向更为强烈。

已有研究显示，离异人群的健康状态更差和不良
健康行为更多 [27]

。离异或丧偶人群缺少了原有婚
姻状态中夫妻双方对不良行为的约束和社会支持，

由此可能导致了更高概率消极压力应对行为的发
生。而对于未婚人群来说，采纳压力应对行为的
原因可能更为复杂。本研究发现，对于“有时采
纳”者来说，未婚人群风险更低，而“经常采纳”

者中未婚人群的风险则更高。社会网络理论对这
一现象的解释为，社会网络中的行动者与其行为
是不独立的，他们会通过社会连接促使信息的交
换或者相互影响。社会网络连接能够缓冲压力的
负面影响 [28]

，但是，网络连接的纽带需要通过物
质或者社会交换连系，这种连系在交换中获得益
处的同时也会带来相应的责任进而有增加危险行
为的可能性 [26]

。因此，在类似 COVID-19 疫情的
压力事件出现的情况下，那些具有更强烈的消极
应对行为倾向的人处在婚姻状态时其采纳行为可
能会受到家庭规范的约束而减少；但是，对于那
些采纳强度不明显的人群来说，未婚的人群压力
源状况更加单一。对于这一结论仍需更多的研究
进行讨论。

　　本研究结果发现个体的抑郁和焦虑程度越高
预测了更高风险的压力应对行为采纳倾向。其中，

相比于“不采纳”人群来说，采纳意向为 “有时”

的人群，其采纳行为更易受到抑郁状态的影响，

而“经常采纳”人群的行为倾向则与焦虑状态的
关系更明显。Lau 等 [29] 研究显示，在 SARS 疫情
期间人们吸烟和饮酒频率增加。詹思延等 [11] 的研

究也发现，14.6% 的样本人群报告“有时”或者“经
常”采用大量吸烟来应对 SARS，9.9% 的人采用
大量饮酒，8.4% 的人采用暴饮暴食，6.9% 的人采
用服用镇静药物等消极应对方式来应对 SARS。
田本淳等 [30] 的研究结果提示，在 SARS 疫情期间
人群的系统张力会增大，当人们承受的压力越大
时，紧张和失控的心理状态下，人们的健康行为
的采纳率会降低。应对行为是在面对超过其本身
所拥有资源的内外在情境或问题时，为缓冲或避
免产生压力、焦虑、威胁或其身心疾病，所采取
的行为措施 [4]

。当突发性事件发生时，人群的心
理状态会发生很大变化，当焦虑和抑郁程度增加
时，不健康的压力应对行为，比如吸烟和饮酒，

将更倾向于作为一种被动应对而被采纳以使得
主体能够快速脱离情绪低落和与抑郁有关的不
良心理状态 [4，31-32]

。尤其是对于那些没有很高行
为采纳倾向的人群而言，主体更容易“学习”采
纳不健康的应 对 行 为 来 替 代 和 管 理 现 阶 段 抑 郁
的经历与体验 [4，33]

。在突发性事件中，由于未知
和不确定性，人们首先产生情绪的应对 [34]

。其中
焦虑是最先出现的情绪表现，焦虑水平较高时，

物质使用行为的采纳能够更快的缓解这类不适。

Perkins 等 [35] 的研究也显示，对焦虑有较高敏感的
人群在心理不适的情景下，吸烟行为更多起到的
是缓解作用而非强化作用。因此，焦虑水平的提
高会促使那些更高倾向行为者的采纳行为。

　　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人
群心理和行为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并发生改变 [30，36]

，

如果不及时加以适当的心理干预和正确的行为引
导，很可能导致人群因为不适应风而引发更多的
社会和心理健康负担。由此，突发性事件中的心
理干预应考虑提高人群应对技能，面向大众的健
康教育应强调积极压力应对行为的倡导促动。

　　本研究在 COVID-19 疫情期间展开，虽避免

图 2　焦虑评分与采纳倾向水平的关系
Figure 2　Association of anxiety scores with adoption tendency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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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以往回顾性调查的回忆偏差，但相对真实研究
中也还存在很多不足。首先，本研究为横断面调查，

无法陈述因果联系。其次，本研究未区分具体应
对行为的发生程度，因此，将结果推演至具体行
为的变化受限，将来研究应进一步关注独立行为
的变化与差异。第三，本研究的分析提供数据的
调查没有使用基于概率的抽样技术来招募社区人
群，存在对非网络用户的选择偏倚，将来研究应
考虑这一问题。最后，研究中仅以部分有合作意
向的单位进行抽样，相关结论推及更广泛的人群
十分有限。尽管如此，本研究结果与已有实证研
究和理论假设有一致性。在一定程度，本研究为
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中人群心理和行为应对的相
关问题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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